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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达的法理学体系以中国近代正统法理学教科书体系为叙述模式， 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方法， 

对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范围进行了重新解读；科学阐释法理学的法律与国家的关系、法律本质与 

现象的关系、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及法律的属性等基本内容，试图构建与以往各派法理学有很大不同的适合中国实 

际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李达在中国近代法学学术竞争的语境下，既保存原来的法律话语体系以利于法学范 

畴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法学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也是适合中国实 

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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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不仅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 

家，还是我国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他运用马克 

思主义系统地研究法理学， “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 

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和带路人” [1](序言) 。在李达看 

来，法理学也即法哲学、法律哲学，它是一种特殊的 

哲学。因哲学的种类和派别繁多复杂，法理学也就有 

了许多不同的门类和派别。李达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功底为基础，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法律领域里 

的基本问题，从而形成了其丰富的法理学思想。 

一、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法理学 

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法理学研究需要接受 

哲学的指导。因此，近代中国要建立科学的法理学， 

就要求法理学研究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社会观的 

指导，也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马克思主义 

哲学科学地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及其发展法则， 

同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指导下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就是李达试图构 

建的科学的法理学。 

李达认为，构建科学的法理学，运用科学的研究 

方法即唯物辩证法是非常必要的。李达首先检讨了各 

派法理学研究方法的缺陷所在，最后把它们的研究方 

法归结为主观论理学也即“形式论理学” ，从而赋予他 

们只是“研究重点或研究方向”而非“研究方法”的 

地位。 “各派法理学所应用的研究方法，都是主观的论 

理学” [1](20) 。其次，李达对法理学的研究方法（论理 

学）进行了学理分析和研究。通过研究，李达认为， 

形式论理学具有主观主义、缺乏联系的、发展的观点 

以及脱离社会实践这四大缺陷。而客观论理学“注重 

内容及其与形式的统一” [1](20) ，恰好能弥补形式论理 

学的四大缺陷。所以客观论理学既正确反映了“客观 

世界的发展法则” [1](20) ，又是“科学的”认识方法与 

实践方法。因此，要成为科学的法律观，法理学必须 

以客观论理学即唯物辩证法为研究方法。最后，李达 

详细介绍了如何应用客观论理学论证法律上的概念、 

判断和推理。在客观论理学看来，法律上的任何概念 

都是具体的，彼此之间既“具有联结性、全体性，又 

具有发展性、柔软性” ；法律上的概念则是“法律上概 

念运动的形式” ， 反映了“社会关系合法则的联系及其 

发展的形式” ；基于“归纳与演绎都是辩证法的契机， 

两者在辩证法之中形成为一个统一” [2](212) ，法律上的 

推理则表现为“在认识过程中，归纳与演绎的统一， 

隶属于分析与综合的统一” [1](27) 。 

通过以上论证分析，李达充分阐释了唯物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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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越性以及构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必须 

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必要性。 

二、准确界定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与 

研究任务 

在李达看来，建立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马克思主 

义法理学在研究对象、研究任务以及研究范围方面与 

以往各派法理学有很大不同。 

（一）研究对象——阐明法律的发展法则 

李达认为，历史上各派法理学，包括哲学派、自 

然法学学派、分析法学派、历史法学派、比较法学派、 

社会法学派等，因其世界观、社会观及研究方法的局 

限， 他们所确立的研究对象都存在共同的缺陷， 即 “不 

能也不愿暴露法律的发展法则” ， 因而也就不能使法理 

学进到科学的阶段。 “各派法理学所认为的研究的对 

象，都是主观恣意的东西，其所展开的理论，无非是 

为了某种统治目的的说教，想把他们所服务的阶级的 

意志，掺合于统治万民的法律之中。其必然的归趋， 

是回避现实，文饰现实，不能也不愿暴露法律的发展 

法则。 ” [1](8) 而科学的法理学之所以是科学的法律观， 

就是因为他和其他科学一样，以阐明其对象的发展法 

则为原则，也即“它是以暴露法律发展法则为对象的 

科学” [1](8−9) 。 

（二）研究任务——阐明法律发展的普遍性与特 

殊性 

在指明科学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之后，李达进一步 

指出，要阐明中国现实社会法律的发展法则，应先阐 

明世界法律发展的普遍原理。因此，法理学的研究任 

务有二，首先，阐明世界法律发展的普遍原理， “认识 

法律的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认识特定历史阶段上 

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 第二， 应用普遍原理来认识中 

国法律与特殊的中国社会的关系， “由中国社会发展的 

特殊路线，展开与之相适应而又能促进其发展的法律 

理论，作为改造法律充实法律的指导” [1](13−14) 。李达 

的这一主张针对的是当时社会存在的不切合中国社会 

现实超前引用外来法律的做法。对此李达的意见是： 

法律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因此，应由法 

律来适应社会需求，而非改变社会关系以适应法律的 

需求。从而有力地批驳了一些人以“法律前进而社会 

形势落后，所以社会现实应迎头赶上”为借口而主张 

中国仍走国民党一党专政道路的主张。为完成法理学 

的研究任务，这就要求法理学研究者树立世界的世界 

观和社会观，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的研究方法、 

结合中国社会现实来研究法理学。只有这样，才能从 

法律领域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来全面地考察法律，并 

进而正确认识法律的发展法则，实现法律普遍性与特 

殊性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研究可对时 

代作积极的贡献，而不至于与时代脱节；……才能促 

进法律的改造，使适应于现实社会，促进社会之和平 

的顺利的发展” [1](14) 。这样的工作，虽然艰巨，却也 

是可能的，而且是“法理学最高的任务” [1](14) 。 

与当时许多学者单从法理学内部着眼定位法理学 

的任务相比，李达从唯物辩证法出发，把法律置于社 

会现实之中，寻求法律在社会关系中具有规律性的本 

质联系，从而在一个更宽阔的视域对法律的复杂性有 

更全部的揭示。 

（三）研究范围 

李达认为法理学研究的范围涉及两个层面：一个 

是法学内部，一个是法学外部的整个社会领域。 “法理 

学主要的研究范围是法律” [1](14) ；但是，作为一种社 

会现象，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 

要正确认识法律，就需要考察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之 

间的联系，而不能仅限于法律领域。 

关于法理学之法学内部的研究范围，李达认为包 

括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就横向来讲，包括“一切成 

文法、判例法、习惯法、以及立法政策、司法政策、 

执行政策等等” [1](14) ；就纵向来讲，则包括“一切法 

制史、 法学史、 法理学史、 以及法律思想史等等” [1](15) 。 

为避免法理学的故步自封而应寻求的法学外部的 

研究范围，李达主要提及的是法律与国家、法律与经 

济、法律与社会意识形态、法律与哲学的关系。①关 

于法律与国家。李达认为，法律与国家是“一体的两 

面” 。法律伴随着国家、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世界上 

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法律与之相适应。法 

律依附于国家而存在，是实现国家目的、发挥国家机 

能的工具和手段。基于此，法理学的研究有必要从法 

律领域跨入到国家领域。 “在学理上，要研究政治学， 

考察其与法律学的联系；在事实上，要研究政治制度， 

考察其与法律制度的联系。 ” [1](15) 只有如此，才有可能 

科学阐明法律与政治的相互作用，才有可能使对法律 

的认识更接近法律的本来面貌。②关于法律制度与经 

济形态。经济是法律、国家等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 

“现代各国的各种复杂的经济法规，都是现代经济生 

活的产物” ，因此法理学必须要研究经济、研究法律与 

经济的关系；在学理上“研究经济学，考察其与经济 

学的关系” ；在事实上， “研究各国的经济制度，经济 

政策，考察其与经济制度、立法政策的联系” ，由此来 

“探求法律与经济的现实的生动的关系” [1](16) 。③关 

于法律与意识形态。李达认为， 意识形态即社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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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存在的主观反映。“一切意识形态，都与法律 

具有联系” ， 因此重视意识形态对于法律研究显得非常 

必要： “法律之理论的研究，不宜偏重于法律学说一方 

面” [1](16) 。④关于法理学与哲学（这里是指科学的社 

会观）。李达认为，研究法律与国家、经济、意识形态 

之间的关系，都属于个别的某一方面的研究。而要把 

各方面的研究结果，构成一个系统科学的法律观，就 

必须接受科学社会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 

近代以来，学者们一般注重把法置于与社会其他 

领域的关联中进行研究。比如社会法学派从进化论的 

角度提出，因法律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法学 

研究也应关注社会学 [3](6) 。 李达正是在充分吸收近代以 

来法学研究新成果的基础上，合理界定了法理学的研 

究范围。与以往各派不同的是，李达是从唯物史观而 

非进化论的角度来认识法与社会的关系的。 

三、科学阐释法理学的基本内容 

（一）法律与国家的关系 

关于法律与国家的关系，中国近代以来主要围绕 

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 一是法律与国家谁在先的问题； 

二是由此产生的法律拘束力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 

李达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和国家观先对各派 

法理学的观点进行了“总检讨” ：从发展路线上看，之 

前的神学的、绝对主义的、民约论的以及玄学的国家 

观与法律观是“从天上到地下，从神意到人意，从君 

意到民意、到绝对理性” [1](89) 的逐步前进的过程。它 

们分别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 

进而维护了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 

进步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往的法律观都具有 

一定的历史进步性。然而，由于他们将国家与社会混 

同，不能科学的阐明国家的本质，当然也不能阐明法 

律的本质。所以“从理论的角度看，它们都是主观的， 

不是客观的；是玄虚的，不是科学的” [1](90) 。 

指出了以往各派法理学的弊病之后，李达科学阐 

释了法律与国家的正确关系： 法律依存于国家而存在， 

法律是维护统治阶级国家利益的工具。 依据唯物史观， 

国家是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是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 

家是建立在统治阶级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 

因此，国家目的在于保障统治阶级的经济结构。国家 

要保障统治阶级的经济结构，必须履行对内对外两项 

基本职能，即对内镇压内乱和对外防卫外来侵略。而 

要完成这两大任务，国家要有一定的物质力的强制装 

置即公权力；而要掌握公权力，就必须有行使公权力 

的人的机关即由官吏们组成的政府；同时还必须要有 

维持公权力的物质手段和人的手段。而要组织公权力 

和掌握公权力的各级政府机关以行使其统治权，国家 

还“必须厘订各种组织的规则” 。与氏族社会规则不同 

的是，这些规则由国家厘订且以国家公权力为后盾来 

保证其实施。这些种种规则的总和就构成了国家规范 

即法律。经由以下分析，李达认为法律与国家的正确 

关系是： “法律的功用，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实现国家 

的目的。法律是附丽于国家而存在的” [1](93) 。 

李达对当时法理学中法律与国家关系的批判可以 

说是击中了其要害，对其他流派的法理学可以说是迎 

头一击。然而就其论证过程来讲，可以说是稍显笼统。 

李达只指出了国家和法律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和 

阶级制约因素，却没有将这些因素与中国当时的经济 

和阶级状况进行比照分析。李达的这种处理是可以理 

解的，就李达当时所处的环境来讲，这种笼统处理方 

法可以说是出于当时当局言论限制下的无奈选择。 

（二）法律本质与法律现象的关系 

任何对象，都是本质与现象的矛盾的统一。关于 

对象的认识，就在于理解其现象与本质之统一。李达 

在简要阐释本质与现象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科学认识 

法律的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考察法律现象与法律本质之 

间的关系。法律现象是“社会关系在国家规范领域中 

的表现形态” ，法律本质则是“法律现象的各种形态中 

所潜藏的根本关系” ，因此， “要发现法律的本质，必 

先考察法律的现象” 。 

李达认为， 法律现象便是自由和平等， “法律的现 

象，表现为个人自由的保障” [1](99) 。李达通过设问的 

方式分析解答了为什么这种自由和平等只是我们对法 

律的感性认识。自由和平等都有形式与实质两种。宪 

法上所规定的自由和平等其实只是法律上的自由和平 

等，属于形式自由和平等。只有财产上的自由才是实 

质的自由，只有经济上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因此， 

“法律是形式，经济是内容” 。在二者的关系上，虽然 

形式上人人都享有法律上的自由与平等，但实质上形 

式上的自由与平等是以财产自由为基础。因此，李达 

认为，法律实质上是“实现不自由基础上的自由、不 

平等基础上的平等，因而是实现不公道基础上的公道 

的” [1](101) 。 

基于以上结论，李达接着阐释：法律上的财产关 

系，也即经济上的生产关系，是基于生产手段私有而 

结成的生产关系。由于生产手段的私有是阶级社会的 

前提和基础。基于生产手段私有而形成的生产关系体 

系，就是特定社会的阶级的经济结构。如此说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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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上的财产关系体系，也就是特定阶级的经济结构在 

法律术语上的别名而已。因此，法律关系中最根本的 

关系，即是阶级关系；法律的本质，也就可以概括为 

“阶级关系” 。 “法律的本质，即是阶级关系” [1](102) 。 

李达透过法的自由与平等的表象，揭示了法律的 

本质属性——阶级性。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法律时，李 

达倾斜于作为社会发展推动力的物质和人即经济和阶 

级两方面的因素，而非像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如吴 

经熊等，片面将唯物史观归结为法律单由经济基础决 

定，而忽略了法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以及法与其他上 

层建筑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 [4](50) 。 

（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在阐述法律本质问题时，李达引出了对法律与道 

德关系的探讨。通过理论清算，李达认为历来各派法 

理学都未能阐明法律的本质问题。 在法律本质问题上， 

无论是康德的“无条件的道德命令” 、黑格尔的“伦理 

的观念的现实”还是庞德的“公平或正义” ，他们都是 

以“抽象的道德观念”来解说法律本质的。对此李达 

认为有必要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角度，通过揭开道德 

的本来面目，进而指出将法律的本质归结为抽象道德 

的错误之所在。 

首先，李达从道德和法律的起源入手，揭示了二 

者的联系和区别。李达认为，自古以来法律与道德就 

没有明显区分。历史的初期，出于原始群团生活的必 

要，社会要求人们之间以平等、互助的方式生存，因 

而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道德也就贯穿着包含“平等、 

公平、互助、相爱等等”内容的普遍的全面的道德。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因生产手段的私有，体现平等、 

互助等内容的社会规范开始分化： “普遍的全面的道 

德”开始变为“偏颇的阶级的道德” ； “奴役他们、剥 

削他人”变成了统治阶级的“新道德” 。伴随着国家的 

产生，统治阶级首先将“奴役他们剥削他人的新道德” 

编订为国家的法律以维护其经济结构。这样，道德规 

范中就有一部分变成了法律， “其余部分仍当作社会规 

范存留着” [1](108−109) 。随着国家和法律的产生，统治阶 

级将妨害其经济结构的道德制定为禁止性法律规范， 

将能够保障其经济结构的部分制定为授权性法律规 

范。 到于其他与经济结构不相抵触或无关重要的部分， 

则会放任人们自由遵守。由此可见，无论古代、中世 

纪还是现代社会，都很难将法律与道德截然区别： “法 

律中有道德的成分，道德中也有法律的成分。 ” [1](109) 

因此，李达认为以抽象方法来区分法律和道德没有任 

何必要。 

那么，如何区别法律与道德呢？“法律与道德的 

区别，只是国家规范中非道德部分的法律与道德规范 

中未经法律化的部分的道德之区别；又可以说是包含 

了道德的法律与未经采订为法律的道德之区 

别” [1](109) 。由此可见，社会规范中法律与道德之间， 

也即包含了道德的法律与未经法律化的道德之间区别 

的关键在于是否借助了国家公权力：若是借助于国家 

公权力来强制实施即是法律，若是不借助于国家公权 

力、而由社会自由遵守则为未经法律化的道德。由此， 

李达借助“公权力”划定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从而 

使法律与道德区分开来。 

其次，从道德的阶级属性出发，指出法律实质上 

是具体的、特定统治阶级的道德。在阶级社会中，未 

变成法律的那部分道德规范，除与经济结构不相抵触 

而被放任的之外，还有一些因为被认为妨害社会经济 

结构而被归入禁止之列。这样，单纯以道德身份而不 

依靠公权力的道德规范被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统治阶 

级的道德，与统治阶级的经济结构不相抵触；另一类 

属于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的经济结构相抵触。基 

于此分析， 李达揭示了道德的阶级性： 在阶级社会中， 

统治阶级的道德与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在性质、内容上 

是不同的。李达通过欧洲中世纪以及近代社会的例子 

进一步说明了道德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社会的经济状 

况。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刻剖析，经由道德与法律同 

样具有阶级性，李达在批驳先前各派法理学将法律的 

本质笼统地归为道德的同时，也指出了这一认识存在 

的一定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李达通过对法律与道德起源的追溯， 

阐释了法律与道德区别的关键在于是否依靠 “公权力” 

保障其实施；通过分析道德的阶级属性指出了法律仅 

仅是统治阶级道德的一部分。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审 

视，李达的这种阐释并不十分准确，但若就当时的时 

代来讲，李达能够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准确地阐释道德 

与法律的关系，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四）法律的属性 

法律的本质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显现出来。为了 

阐明法律的本质， 有必要进一步阐明法律的各种属性。 

法律的属性也即法律的特征，它是法律区别于其他社 

会规范的外在表现。李达从法律是一种社会规范的角 

度出发，将法律属性概括为规范性、命令性、强制性 

和造价性四个方面。它们在“法律现象的发展过程中， 

有的在前一阶段上展开而在后一阶段上减退，有的在 

前一阶段上萌生而在后一阶段上展开” 。 但无论这些属 

性如何变动，最终“都表现着法律的本质” [1](126) 。 

李达采用马克思主义阐释法律的方式阐述了法律 

的规范性：既坚持法律的物质制约性，也注重分析法 

律的意志性。基于法律所体现的意志来自于国家，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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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将规范性作为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区分的重要特 

征， “法律是划定个人意思行为的自由与不自由的界限 

的规划” [1](128) 。法律一方面以意思自由为前提，赋予 

自由意思以效力；另一方面又限制意思自由，课加自 

由以一定的条件。 “法律的规范性， ……意味着前者 （指 

有物质手段的人们——笔者注）的自由与后者（指无 

物质手段的人们——笔者注）的不自由。 ” [1](129) 

法律的其他属性如命令性、强制性和等价性，因 

书稿遗失而难知其全貌，着实令人遗憾。不过就残存 

的书稿来看，李达大概会从规范的社会操作层面来论 

述。 

四、结束语 

从写作体例和逻辑编排上看，李达的法理学体系 

仍然采用中国近代正统法理学教科书体系。借助于这 

种叙述模式，李达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 

的视角对法理学的每一个问题进行了重新解读，试图 

构建适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李达在 

中国近代法学学术竞争的语境下，一方面保存原来的 

法律话语体系以利于法学范畴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另 

一方面又成功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法学 

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而且也是适合中国 

实际的。韩德培曾赞誉李达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 

主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和带路人” ，更准确地说， 

李达应是系统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的第一 

人。研究李达的法理学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 

义， 而且对当今法理学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比如，李达的研究试图告诉我们如何在坚持法律学科 

相对独立性的同时，既结合中国实际又能坚持马克思 

主义。这种研究思路与建国初期的法制建设有很大不 

同，倒是与改革开放以后的法理学研究更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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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i Da’s thought of Marxist jurispru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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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Marxism,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jurisprudence system constructed by Li Da takes the Orthodox Jurisprudence textbook system in modern 
China  as  a  narrative  mode.  Using  Marxist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research  methods,  Li  Da  not  only  interpret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jurisprudence, the task of study and the range of study, but also illust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count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gal  nature  and  legal  phenomen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and so on. Li Da has tried  to build up a Marxist  jurisprudence system suitable  for China's actual  in modern 
China of law academic competition context. The practice of Li Da not only keeps the original legal discourse system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legal categories, but also proves that Marxism is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law. It is not only 
feasible in theory, but also suitable for China’s concrete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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